
545王庭栋等 : 旁观者清还是患难与共？调节者处境对人际情绪调节的影响

旁观者清还是患难与共？
调节者处境对人际情绪调节的影响 *

王庭栋 1    李思瑾 2    高秋凤 3    张丹丹 **1

（1 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成都，610066）

（2 深圳大学心理学院，深圳，518060）（3 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深圳，518060）

摘   要    鉴于人际情绪调节对维持和改善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人际情绪调节的影响因素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然

而以往研究较少关注情境因素对人际情绪调节效果的影响。为考察这一问题，本研究通过操纵电刺激的呈现方式为调节者构

建旁观（不受电刺激）和共患难（与被调节者共同接受电刺激）两种处境，以考察调节者处境对人际情绪调节的影响。结果

表明，与共患难处境相比，当调节者处于旁观者处境时，调节者对被调节者的共情准确度和调节意愿更高，人际情绪调节效

果更好；同时调节他人后的自我情绪体验也更为积极。本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作为调节者去帮助他人时，需要

尽量充当旁观者而不是共患难者，以提高人际情绪调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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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的情绪调节研究多集中于自我情绪调节，

即个体调节自身情绪状态（He et al., 2023; Morawetz 
& Basten, 2024; Zhao et al., 2021）。但当我们难以独

自走出情绪低谷，以致幸福感甚至生命意义感受到

威胁时（张琼之等 , 2024; 张晓州等 , 2024），接受

他人的帮助或许更能有效缓解负性情绪（Morawetz 
et al., 2021）。这种通过社会互动，由一方（调节者）

有意影响另一方（被调节者）情绪状态的过程被

称为人际情绪调节（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Reeck et al., 2016）。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际情

绪调节对维持心理健康以及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至

关重要（Zaki, 2020）。人际情绪调节不仅是治疗

情绪障碍的关键策略（Cuijpers et al., 2013; Montero-
Marin et al., 2018; Stallard, 2022），能有效缓解患者

的抑郁和焦虑症状（Fadipe et al., 2023; Stone et al., 
2019），也是认知行为疗法等心理治疗方法的核

心过程（Xie et al., 2016）。通过人际情绪调节，个

体能收获到更高的幸福感、支持感和更佳的人际

关系质量（Chan & Rawana, 2021; Lemay et al., 2025; 
Williams et al., 2018）。

自我情绪调节的影响因素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

的重点。例如，张丹丹课题组从情绪效价（Li et al., 
2022）、情绪来源（He et al., 2020a; 2020b）、调节

方式（高可翔等，2023；Zhang et al., 2023）等方面

开展了大量研究。此外，还有研究者指出情境也是

影响自我情绪调节的重要因素（Friese et al., 2024; 
Trudel-Fitzgerald et al., 2024）。Parrott（2001） 就 明

确提出情境因素能够影响情绪和情绪调节的观点，

他认为情境决定了情绪调节的方向，个体必须根据

当前情境中最重要的目标调整情绪，否则就会造成

情绪的不适应性。例如，某人需要尽早入睡以迎接

次日的旅行，却因对旅行的兴奋而难以入眠，此时

兴奋的情绪与睡眠需求不匹配，是情境不适应的。

又如，在需要积极情绪的社交情境，某人却因亲人

患病而悲伤，同样无法实现情绪的适应功能。同

时，这一观点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例如，

有陌生人在场时，人们往往会选择抑制和分心策略

调节自身情绪；但与亲近的人一起时，则更多地选

择表达和发泄策略（English et al., 2017; Martini et al., 
2011）。除自我情绪调节外，人际情绪调节也会受

到情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Matthews 等人

（2022）发现，情绪强度会同时影响自我和人际情

绪调节的策略选择：面对高强度负性情绪，调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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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使用分心等“情绪急救”策略；而面对低强

度负性情绪，则更常使用重评策略以帮助被调节者

实现长期情绪改善。又如，Shu 等人（2021）发现，

情绪类型也会影响人际情绪调节：当被调节者处于

焦虑情绪时，调节者使用情境修正策略的调节效果

更好；而被调节者处于悲伤情绪时，则重评策略效

果更佳。Pauw 等人（2019）首次考察了情境因素对

人际情绪调节的影响，并提出情境紧急度这一概念，

后者定义为需要立即下调负性情绪的时间紧迫程度。

Pauw 等人（2019）要求被试想象朋友在高紧急（马

上面临重要面试）或低紧急（休假在家）情境下经

历了感情破裂，并设法帮其调节情绪。结果显示，

相比于低紧急情境，高紧急情境下被试更倾向于采

用表达抑制、分心等策略帮助朋友应对情绪压力。

这项研究为理解情境因素如何影响人际情绪调节提

供了重要证据。

Pauw 等人（2019）的研究主要考察了被调节

者的处境对人际情绪调节的影响，而调节者在帮助

他人时同样会面临不同的处境。在人际情绪调节的

实验室研究中，研究人员通常让调节者和被调节者

共同观看图片或视频等情绪诱发材料（Levy-Gigi & 
Shamay-Tsoory, 2017; Liu et al., 2023）。此时调节者

与被调节者共同经历负性情绪，这类似于我们生活

中的“共患难”情境，如人际情绪调节双方共同遭

遇自然灾害、一起患流感，或共同面对考试落榜、

钟爱的球队失利。但还有一种情境是，调节者仅通

过偏中性的文字描述或被调节者的倾诉，间接了解

对方的负性情绪。此时调节者并没有直接置身于负

性情绪事件中，这相当于生活中的“旁观”情境。

调节者处于哪种情境下能更好地帮助同伴缓解负性

情绪呢？这就是本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患难与共？

还是旁观者清？ 
一方面，有研究发现“旁观”他人的痛苦会导

致自身厌恶情感唤醒和生理应激，从而促进亲社

会行为的产生（De Waal, 2008; Van Lange, 2008）。

例如观看痛苦的宗教仪式表演会增加旁观者的捐赠

行为（Xygalatas et al., 2013）。共情被认为是支撑

调节者进行人际情绪调节的重要认知功能（董婉欣

等 , 2024; Reeck et al., 2016; Zaki, 2020）。单人研究

发现，目睹他人疼痛会激活自身体验疼痛时会激活

的疼痛脑区，并因此促进对他人的共情（Bernhardt 
& Singer, 2012）。双人研究发现，当被试 A 旁观被

试 B 痛苦，双人的感觉运动皮层都会对即将到来的

疼痛事件产生预警信号，后者触发两人间脑神经活

动耦合，并增强旁观者 A 的共情准确度（Peng et al., 
2021）。这些证据似乎表明，调节者处于旁观情境

可以获得更好的人际情绪调节效果。

但另一方面，社会排斥研究发现，相较于亲身

经历，个体在观察他人经历社会排斥时，往往会低

估社会排斥造成的负性情绪体验（Nordgren et al., 
2011）。因此，虽然在旁观处境下调节者接收到了

被调节者的情绪信息，但由于缺乏亲身体验，可能

对他人情绪的理解不够准确（Mo et al., 2023）。同时，

共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可以增强个体之间的情感联

结，进而使人们在人际情绪调节等决策过程中更容

易为对方提供更合理的策略和选项。例如，在训练

中多次受伤、特别是因伤无法继续表演的芭蕾舞舞

者之间，更能体会彼此的生理和心理疼痛，人际关

系更紧密（Turner & Wainwright, 2003）。共同经历

疼痛（冷水或者辣椒素诱发）的被试比共同经历非

疼痛的被试产生了更强的联结感，并且在博弈任务

中更倾向于合作（Bastian et al., 2014）。还有研究发

现，处于相似的情境中时，个体之间的共情更有效

（Eklund et al., 2009）：个体处于悲伤状态时，可以

更好地识别他人的悲伤面孔（Hietanen & Astikainen, 
2013），而个体处于快乐状态时，可以更好地识别

他人的快乐面孔（Schmid & Mast, 2010）。这些证

据又表明，可能调节者处于共患难情境更有利于人

际情绪调节。

综上，调节者处境是人际情绪调节的影响因素

之一，但以往研究并未直接探讨。本研究通过创新

性的高生态效度人际情绪调节范式，旨在比较旁观

和共患难处境下人际情绪调节效果的差异。本研究

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人际情绪调节的认识，优化日常

生活中的情绪调节过程、提高情绪调节效果。

2   方法

2.1   被试

根 据 相 关 研 究（Pauw et al., 2019; Yao et al., 
2021） 报 告 的 效 应 量 大 小（ 平 均 = .06）， 采 用 
G*Power 3.1.9 对样本量进行事前估计（方差分析：

重复测量，被试内变量，α  = .05，1-β  = .99），结

果显示 48 对（即 96 名）被试可达到 99% 的统计检

验力。本研究决定纳入 50 对被试，加上预实验 2 对

被试，最终有 104 名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年龄：

20.0±.22 岁）参加了实验。为排除性别对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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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淆，仅招募女性被试。随机配对成 52 对，并

确保彼此之间互不认识。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无

神经系统疾病或脑损伤史，参与实验时身体健康，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所有参与实验的被试都填写

了一系列问卷，包括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DI-II; 
Beck et al., 1996）、斯皮尔伯格特质焦虑量表（STAI-T; 
Spielberger, 1983）、利博维茨社交焦虑量表（LSAS; 
Liebowitz, 1987）、 人 际 情 绪 调 节 问 卷（IERQ; 
Hofmann et al., 2016）。实验前，所有被试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并在实验结束后获得现金报酬。本研究

方案得到研究所在高校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2.2   实验材料

分心和认知重评是两种有效且最频繁使用的情

绪调节策略（Webb et al., 2012），已被证明可以在

人际情绪调节中发挥很好的情绪调节效果（Liu et 
al., 2023; Sahi et al., 2025; Wang & Shi, 2025; Zhao et 
al., 2025）。针对“可能受到电刺激”引起的焦虑、

恐惧等负性情绪，我们事先拟定了 40 条情绪调节策

略（分心和认知重评策略各半）。分心策略如“尝

试在心里书写你的名字”或者“思考本周的计划”。

重评策略如“适度电刺激可以保持皮肤紧致”或者“临

床上，电刺激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非药物治疗方法”。

额外招募了 28 名同质被试对这 40 条策略的情绪调

节有效性进行 1~9 评分（1 = 毫无效果 , 9 = 非常有

效）。单样本 t 检验（双尾）显示，重评和分心两

种方案的有效性评分均显著高于中值 5（中等程度

有效），重评：t(19) = 3.19, p < .01; 分心：t(19) = 3.00, 
p < .01。配对样本 t 检验（双尾）显示，重评和分心

两种方案的有效性无显著差异，t(19) = -.25, p > .05; 
重评 vs. 分心 = 5.23±.07 vs. 5.26±.09。

2.3   实验设计及流程

本研究采用 2（电刺激概率 : 低概率 - 安全 / 高

概率 - 危险） × 2（调节者处境 : 旁观 / 共患难）

的两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利用真实的电刺激诱发

负性情绪（焦虑、惊恐），并通过操纵电刺激的呈

现方式分别构建旁观和共患难两种处境。以往的研

究发现，电刺激出现的概率越高，被试因此产生的

焦虑或恐惧情绪越强（Chin et al., 2016），为了更

具生态效度地探讨情境因素对人际情绪调节的影

响，我们操纵了电刺激的出现概率以模拟相对安全

（20%~30%）和危险（70%~80%）的情境（Norbury 
et al., 2013; Tanovic & Joormann, 2019），并将安全条

件设为基线（Peng et al., 2021）。

被试成对参加实验。正式实验开始前，两位

被试首先进行电刺激的疼痛阈值评定（详见 2.4
节），接着学习分心和重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的

定义并进行实践训练。随后，被试抽签决定实验

身份，其中一人为调节者，另一人为被调节者，

实验中被试身份不变。任务分为两个 block，对应

“旁观”和“共患难”两种调节者处境。在旁观

条件下，被调节者面临不同概率的电刺激，而调

节者不会接受电刺激；在共患难条件下，调节者

与被调节者一起接受不同概率的电刺激（见图 1B/
C）。在两种处境下，调节者的任务均为降低被调

节者因预期即将到来的电刺激而产生的负性情绪。

两个 block 的顺序在被试间平衡。每个 block 共包

含 20 个试次，其中安全（电击概率 20%~30%）

和危险（电击概率 70%~80%）条件的试次各半，

并以随机顺序呈现。

人际情绪调节任务单个试次的流程如图 1A 所

示：环形线索呈现 2 秒，提示本轮电刺激出现的概

率（红色面积越大，出现电刺激的概率越高）。随

后，被调节者评价自我负性情绪强度，同时调节者

推测被调节者当前的负性情绪强度。双方需要在 5
秒内进行 1~9 按键评分（1 表示无负性情绪，9 表示

极端负性情绪）。接着，被调节者等待，调节者在

10 秒内阅读呈现在屏幕上的一条分心和一条重评策

略，并从中选出最佳情绪调节方案（二选一）。每

个 block 的 20 个试次各使用一条分心和一条重评策

略。之后，调节者在 5 秒内口述该情绪调节策略，

被调节者倾听并遵循该策略进行情绪调节。为确保

被调节者在听完调节者口述策略后，能认真执行相

应的分心或重评策略，我们在 block 间隙向每位被

试进行了确认，并反复提醒他们需根据对方所选方

案进行情绪调节。随后，被调节者再次评价自我负

性情绪强度，同时调节者评价此时帮助对方调节情

绪的意愿（1 表示毫不愿意，9 表示非常愿意）。接着，

被调节者（旁观条件）或双方（共患难条件）接受

相应概率的真实电刺激。最后，调节者评价帮助对

方改善情绪后的自我情绪体验（1 表示极端负性，5
表示中性，9 表示极端正性）。

2.4   电刺激参数设置

采用多通道电刺激仪（SXC-4A, 中国三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通过一对 Ag/AgCl 电极片，对被试

的左手腕施加短暂电刺激（.2 秒）。在正式实验之前，

被试接受了疼痛刺激强度的校准，具体方法：电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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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从 1000μA 开始，后续每次调增 250μA。要求被

试对每个刺激的强度进行评级：1 表示只有一点不

愉快 / 痛苦 / 讨厌，而 9 表示极端不愉快 / 痛苦 / 讨厌。

正式实验的刺激强度为每名被试评分为 9 时的电刺

激强度的 90%（Chin et al., 2016; Dou et al., 2020），

以确保被试感到明显不适但可以忍受，同时让每名

被试感知到的疼痛程度和负性情绪在被试间无显著

差异。

2.5   数据采集与统计分析

采用 E-Prime 2.0 收集实验数据，并采用 SPSS 
Statistics 27.0.1（IBM, Somers, USA）进行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量表示为“均值 ± 标准误”，显著性水

平设定为 .05，方差分析的效应量使用 ηp
2 报告。

本研究关注的因变量包括：共情准确度、人际

情绪调节效果（被调节者在情绪调节后的负性情绪

强度评分）、被调节者感恩程度、调节者在调节后

的自我情绪评分和调节意愿这五项评分指标。对所

有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指标进行 Fisher Z 转换。其中，

共情准确度指标为电刺激线索呈现后，被调节者的

自我负性情绪强度评分与调节者推测对方的负性情

绪强度评分之间的双尾皮尔逊相关系数（结果报告

部分已转换为 Z 分数），反映调节者对他人情绪状

态的理解程度。人际情绪调节效果以被调节者在调

节后自评的负性情绪强度评分来衡量。对上述指标

分别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电刺激概率”

与“调节者处境”均为被试内因素。采用双尾皮尔

逊相关对因变量进行探索性相关和回归分析，并使

用错误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 FDR）方法进行

多重比较校正。

3   结果

3.1   共情准确度

共情准确度的结果显示，电刺激概率和调节者

处境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1) = 8.02, p < .01, ηp
2= 

.136（图 2A）。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高电刺激概

率条件下，共患难处境的共情准确度（.14±.06）

显著低于旁观处境（.31±.06），F(1, 51) = 4.89, p < 
.05, ηp

2= .088。而在低电刺激概率时未发现两种调

节者处境的显著差异（F(1, 51) = 1.10, p > .05）。另

外，电刺激概率的主效应显著，F(1, 51) = 5.94, p < 
.05, ηp

2 = .104: 高电刺激概率（危险）条件下的共

情准确度（.23±.04）显著低于低概率条件（安全 , 
.34±.05）。调节者处境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1) = 
.68, p > .05。

3.2   被调节者的负性情绪强度评分

人际情绪调节后，被调节者的负性情绪强度评

图 1   人际情绪调节任务示意图

注：A- 单个试次的视觉呈现序列，第一行和第二行分别示意了被调节者和调节者在实验中看到的屏幕显示内容。B- 安全 - 低概率电刺激 / 危

险 - 高概率电刺激条件对应的电刺激概率线索图。本实验中，安全条件的电刺激概率为 20%~30% 之间的随机数，危险条件的电刺激概率为

70%~80% 之间的随机数。C- 旁观 / 共患难两种调节者处境下电刺激对象示意图。旁观条件仅被调节者接受电刺激，共患难条件双方均接受电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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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结果显示，电刺激概率和调节者处境的交互作用

显著，F(1, 51) = 7.77, p < .01, ηp
2= .132（图 2B）。

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高电刺激概率条件下，共患难

条件的被调节者负性情绪强度评分（5.14±.22）显

著高于旁观条件（4.85±.21），F(1, 51) = 10.06, p < 
.01, ηp

2= .165，说明共患难处境下的人际情绪调节

效果更差。而在低电刺激概率时未发现两种调节者

处境的显著差异（F(1, 51) = .34, p > .05）。另外，

电 刺 激 概 率 的 主 效 应 显 著，F(1, 51) = 106.61, p < 
.001,ηp

2= .676：高电刺激概率条件下的负性情绪强

度（5.00±.21）显著高于低概率条件（3.04±.16）。

调节者处境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1) = 1.65, p > 
.05。

同时，我们还对被调节者的负性情绪强度评

分与量表得分进行了探索性相关分析，具体结果

见表 1。

表 1  被调节者负性情绪强度评分与量表得分相关统计表

注：括号内为使用错误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 FDR）方法进行多重比较校正后 p 值。

对被调节者的负性情绪强度评分与量表得分进

行了探索性回归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别

考察 BDI、STAI、LSAS 和 IERQ 得分对四种实验条

件下被调节者负性情绪强度评分的预测作用。结果

显示，四种实验条件下模型整体解释力均不显著。

低电刺激概率 - 旁观处境：调整后 R2 = -.064, F(4, 
51) = .24, p > .05；低电刺激概率 - 共患难处境：调

整后R2 = -.033, F(4, 51) = .60, p > .05；高电刺激概率 -
旁观处境：调整后 R2 = .127, F(4, 51) = 2.85, p < .05, 
p(FDR) > .05；高电刺激概率 - 共患难处境：调整后

R2= .045, F(4, 51) = 1.60, p > .05。

3.3   被调节者感恩程度

被调节者感恩程度结果显示，电刺激概率的主

效应显著，F(1, 51) = 5.33, p < .05, ηp
2= .095，高电

刺激概率条件下的感恩程度（6.48±.18）显著低于

低概率条件（6.67±.15）。调节者处境的主效应不

显著，F(1, 51) = 2.91, p > .05。电刺激概率和调节者

处境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51) = .74, p > .05）。

3.4   调节者的调节意愿

调节者调节意愿的结果显示，电刺激概率的主

效应显著，F(1, 51) = 4.54, p < .05,ηp
2 = .082，高电刺

激概率条件下的调节意愿（6.69±.19）显著高于低

概率条件（6.35±.21）。调节者处境的主效应边缘

显著，F(1, 51) = 3.91, p = .053,ηp
2 = .071，共患难处境

下，调节者的调节意愿（6.42±.20）有低于旁观处境

（6.61±.19）的趋势。电刺激概率和调节者处境的交

互作用不显著（F(1, 51) = .63, p > .05）。

对调节者推测的对方负性情绪强度与其调节意

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在高电刺激概率且调节者身处旁观处境时，调节者

推测的对方负性情绪强度与其调节意愿呈正相关（边

缘显著），即随着调节者推测的对方负性情绪强度

的增大，其调节意愿也有增高的趋势（r = .325, p < 
.05, p(FDR) = .076，见图 2C）。其他条件，此相关

关系不显著（高电刺激概率 - 共患难处境：r = .192, 
p > .05, p(FDR) = .348；低电刺激概率 - 旁观处境：

r = .078, p > .05, p(FDR) = .777；低电刺激概率 - 共患

难处境：r = .059, p > .05, p(FDR) > .05）。

3.5   调节者的情绪评分

调节者的情绪评分结果显示，电刺激概率和调

节者处境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1) = 23.93, p < .001,  
ηp

2= .319（图 2D）。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高电刺激

概率时，身处共患难处境时的情绪体验（5.473±.19）

显著低于旁观处境（6.06±.19），F(1, 51) = 16.56, 
p < .001, ηp

2= .245。而低电刺激概率下未发现调节

者处境间的显著差异（F(1, 51) = .002, p > .05）。另

外，电刺激概率的主效应显著，F(1, 51) = 45.45, p 
< .001, ηp

2= .471: 高电刺激概率条件下的情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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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18）显著低于低概率条件（6.47±.18）。

调节者处境的主效应显著，F(1, 51) = 5.57, p < .05, 
ηp

2= .098: 共患难处境时的情绪体验（5.97±.17）显

著低于旁观处境（6.27±.19）。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调节者处境对人际情绪调节的影

响，重点比较调节者身处“旁观”或“共患难”情境

时的共情准确度和人际情绪调节效果的差异。结果

发现，调节者在旁观处境下表现出更高的共情准确

度和更佳的情绪调节效果。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

通过真实的双人互动范式，以高生态效度（真实电

刺激威胁）揭示了调节者处境在人际情绪调节中的

关键作用，深入了我们对人际情绪调节机制的理解，

为提升调节效果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启示。

本研究发现调节者作为旁观者时，在危险情境

下对被调节者的共情准确度更高、人际情绪调节效

果也更好。对此结果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第一，共患难处境可能导致调节者因身处强烈的负

性情绪激活状态而无暇或无法用稳定涵容的心理状

态帮助他人调节情绪。本研究发现，调节者在共患

难处境时的情绪体验差于旁观者处境，并且调节意

愿也更低。以往研究发现，处于负性情绪状态的个

体往往会拒绝接受他人传播的负面信息，并有意减

少对他人需求的考虑（Weiblen et al., 2021）。例如，

听到朋友的麻烦事而感到心烦的人，可能会改变话

题或者抑制对方的情绪表达（Zaki, 2020）。本研

究相关分析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仅在高电刺激

概率的旁观条件下发现调节者推测的他人负性情绪

强度与其调节意愿呈正相关。同时，即使调节者试

图在共患难时帮助对方，也可能会因回应他人痛苦

导致自身负性情绪进一步增多（Brown et al., 2021）

以及幸福感降低（Niven et al., 2012）。此时高涨的

负性情绪会让调节者倾向于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情感

体验，而非他人的感受，导致自我中心偏向的发生

（Happé et al., 2017; Israelashvili & Karniol, 2018）。

Israelashvili 等人（2020）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他

们招募了两组被试，第一组通过视频记录自己经历

过的负性生活事件并评价情绪强度；第二组则观看

这些视频，推测主人公的情绪体验，并回忆自己有

图 2   主要结果

注：（A）共情准确度。每个黑点表示每名被调节者的自我负性情绪强度评分与调节者推测对方的负性情绪强度评分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此

处已转换为 Z 分数）。图中的误差条（error bar）代表标准误。（B）负性情绪强度评分，即情绪调节后被调节者的负性情绪强度评分，1 代表

无负性情绪，9 分代表极端负性情绪。（C）高电刺激概率条件下，调节者推测对方负性情绪强度评分与其调节意愿的相关关系。（D）调节

者在情绪调节后的自我情绪评分。1 代表极端负性，5 表示中性，9 代表极端正性。*** p < .001，**p < .01，* p < .05，+ p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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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相似经历。结果显示，经历过与视频中负性事件

相似程度越高的被试，推测他人情绪评分与视频主

人公自评的差距越大。Israelashvili 等人认为，相似

的负性事件会促使被试对自身经历的回忆，回忆带

来突显的负性情绪致使被试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

上。此时，调节者不仅需要调节他人情绪，还需

要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调节（Campo et al., 2016; Zaki, 
2020）。从人际情绪调节的角度来讲，虽然调节自

身情绪有助于减少自我中心偏向，但该过程会占用

一部分认知资源（Catherine et al., 2013）。因此，自

我与人际情绪调节之间的认知资源竞争可能是导致

共患难条件下人际情绪调节效果更差的原因之一。

第二，旁观者处境使调节者更准确地识别被调

节者的情绪。本研究发现，旁观处境下调节者的共

情准确度更高。这可能源于旁观处境避免了“身在

此山中”的局限，从而使调节者可以更客观、准确

地判断他人的情绪反应（Reeck et al., 2016）。例如，

有研究发现与自我情绪调节相比，旁观者在人际情

绪调节时能基于被调节者负性情绪的源头，选择更

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Levy-Gigi & Shamay-Tsoory, 
2017）。相反，共患难处境可能会干扰共情。调节

者在共情他人时，往往会在头脑中模拟自己正经历

与其相同的负性情绪事件。在试图通过推理来表征

他人情绪信息时，调节者需要明确地区分此时的情

绪状态信息是来源于自我还是他人，以避免按照理

解自身情绪的惯性去理解他人情绪（Thompson et al., 
2019）。例如，有研究者发现，当被试在触摸某物

品时猜测他人触摸不同物品的感受，其判断会不自

觉地偏向自身感受（Silani et al., 2013）。这说明有

效的共情需要意识到自我和他人的不同，设身处地

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Happé et al., 2017）。但

在共患难情境中，由于双方处于相似的负面情绪状

态，这种情绪信息的重叠可能使得个体更难以意识

到自我和他人的不同，从而导致共情偏差。另外，

共患难处境下易发生共同反刍现象。即调节者和被

调节者共同陷入对负性情绪的过度纠缠，导致双方

负性情绪强度的增强以及持续时间的增加（Rose, 
2002; Rnic et al., 2023），这可能也会影响调节双方

对自己和他人真实情绪的识别和判断，影响共情准

确度和调节效果。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聚焦调节者处境对

人际情绪调节的影响，为丰富人际情绪调节过程模

型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根据 Reeck 等人（2016）提

出的人际情绪调节过程模型，虽然双方在情绪调节

过程中需要及时沟通，但调节者需全程关注被调节

者，进行情绪识别、目标确认、策略提供、效果预测、

对方情绪评估以及自身的奖赏和愉悦感体验等阶段，

而被调节者只需理解并运用调节者所提供的策略，

所消耗的认知资源较少。以往研究多专注于如何改

善被调节者的情绪，却忽略了调节者在整个调节过

程中各个环节的感受。研究发现，个体在帮助他人

改善情绪时需要消耗大量认知资源，并因此导致

自身情绪受到负面影响（Martínez-Íñigo et al., 2013; 
Tran et al., 2024）。同时，当调节者自身情绪状态不

佳时，他们在人际情绪调节过程中也需要同步进行

自我情绪调节（Campo et al., 2016; Zaki, 2020）。虽

然人际情绪调节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被调节者的情绪

状态，但事实上，调节者自身的情绪状态也在此过

程中被不断影响并进一步动态地作用于人际情绪调

节各环节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本研究提示我们，

人际情绪调节过程模型中需要加入调节者整理自身

情绪的若干模块。为了提高人际情绪调节的效果并

使双方均受益，未来研究需要加强对调节者认知和

神经机制的考察和掌握，并基于调节者和被调节者

双方视角，努力使调节者对对方和对自我的情绪调

节在人际情绪调节过程中相互促进。

本研究发现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尽管已有

研究表明，在成功帮助他人改善情绪后，调节者

会 从 中 获 益（Guendelman et al., 2022; Jurkiewicz & 
Oveis, 2025; Zaki & Williams, 2013）， 但 也 有 研 究

指出，人际情绪调节效果与调节者的情绪资源耗竭

程度呈正相关（Martínez-Íñigo et al., 2013; Tran et al., 
2024）。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际情绪调节虽然

有利于帮助被调节者改善情绪，但其效果及调节者

自身情绪体验会受到调节者处境的影响。基于本研

究的发现，我们建议在实践中，作为调节者提供情

绪调节帮助，应审慎评估自身处境特征，做到“达

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除了本研究的发现外，更重要的是本研究结果

给了我们很多灵感与启发，我们认为调节者处境或

调节者自身情绪状态对人际情绪调节的影响还可以

从多方面进行系列研究。首先，探究不同情绪类型

下调节者处境对人际情绪调节的影响。本研究利用

电刺激引发了被试焦虑或惊恐等情绪。以往研究

发现，恐惧会导致个体认知范围收缩（Fredrickson, 
2001），而悲伤则往往促使个体进行更多的分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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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Bodenhausen et al., 1994）。因此，不同的情

绪状态下，共患难处境里调节者的认知状态可能

有所不同，进而可能对人际情绪调节产生不同的影

响。第二，加入“有过类似经历”这一调节者处境

进行对比。在本研究中，相较于旁观处境，当调节

者处于共患难处境时自身负性情绪同样处于激活状

态，导致难以有效帮助被调节者调节情绪。但与没

有过相似经历的旁观者相比，有过共患难体验或相

似经历并同时已经顺利度过、恢复到良好心理状

态的调节者可能在帮助他人调节情绪时更有效。

第三，加入脑观测指标观察调节者在不同处境下

的认知负荷。人际情绪调节涉及一系列复杂的认

知过程（Liu et al., 2023），需要消耗大量认知资源

（Martínez-Íñigo et al., 2013），当认知资源不足时，

即使个体付出很大努力，调节效果也可能不尽人意

（De Waal, 2008）。根据以往研究，我们认为在共

患难时，调节者自我情绪调节和人际情绪调节之间

可能存在认知资源的竞争。下一步可以加入调节难

度这一主观评分，或使用事件相关电位记录被试额

区 LPP 波幅以衡量调节者认知资源的消耗（Zhang 
et al., 2023），以此验证这一观点。第四，本研究结

果显示在高电刺激概率条件下，被调节者对调节者

的感恩程度反而低于低概率条件。虽然可以用自我

中心偏向（Happé et al., 2017; Israelashvili & Karniol, 
2018）的相关理论对此进行解释，但似乎却有违我

们对“雪中送炭”的感恩往往高于“举手之劳”的

常规认识。并且，被调节者感恩程度在两种调节者

处境间差异不显著，似乎表明被调节者对调节者处

境并不敏感。未来也可以聚焦被调节者的感恩进行

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仅招募

了女性被试，这是为了避免性别对实验结果的潜在

混淆，因为有学者认为性别因素会影响人际情绪调

节（Niven et al., 2009）。例如张文海等的研究发现

（Zhang et al., 2023a, 2023b），女性被调节者更容易

接受关注认知改变的调节策略（例如积极认知重评），

而男性更容易接受关注情绪改变的调节策略（例如

情绪发泄）。因此，考虑到本研究仅纳入了女性被试，

我们的发现是否能推广至男性群体未来还需进一步

探讨。其次，应区分共患难处境下调节者自身的负

性情绪与因帮助他人而产生的愉悦情绪（社会奖赏）。

本研究中调节者的自我情绪评分里可能混淆了这两

种情绪来源。建议未来研究引入“调节他人情绪在

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我的正性情绪体验”评分维度，

以分离这两种情绪效应，从而深入探究人际情绪调

节对调节者情绪的具体影响。最后，本研究仅选取

认知重评和分心两种策略。虽然这两种策略可以发

挥很好的情绪调节效果（Liu et al., 2023; Sahi et al., 
2025; Wang & Shi, 2025; Zhao et al., 2025），但仅让

被试从二者中进行迫选可能会限制被试的自主性。

未来研究可让被试自由思考调节策略，以进一步提

高实验的生态效度。

5  结论

本研究的结论是旁观者清，即面对高强度的负

性事件（高概率的电刺激）时，相较于共患难处境，

调节者处于旁观者身份时更愿意帮助他人，并且共

情准确度更高、人际情绪调节效果更好。本研究突

出了调节者处境对人际情绪调节的重要影响，提示

我们调节者自身情绪状态也是影响人际情绪调节效

果的关键；在日常生活中，作为调节者去帮助他人时，

需要尽量充当旁观者而不是共患难者，以提高人际

情绪调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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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maintaining and improving 

mental health, strengthening emotional conne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However, previous research has given limited 

attention to how contextual factors influence its effectiveness. Notably, past studies have typically manipulated the context and emotional events 

through participants' imagination, meaning the regulator often participates in the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 as a "bystander." For example, the 

regulator was made aware of the target’s negative emotions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 of images, text, or by asking the participant to recall specific 

events. Although the regulator in this "bystander" scenario receives emotional information from the target, the absence of direct experience may result 

in a less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other person's emotions. In contrast, when the regulator and the target experience negative emotions together—

that is, when they "co-suffer"—the regulator can access the most direct and accurate emotional information from the target. This can potentially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emotion regulation.

To investigate this issue, the present study used an innovative, high ecological validity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task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regulator's situation on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A 2 (electrical stimulation probability: low probability - safe/high probability - 

dangerous) × 2 (regulator’s situation: bystander/co-sufferer) within-subjects design was used. Negative emotions (anxiety, panic) were induced through 

re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nd the presentation method of the stimulation was manipulated to create two conditions for the regulator: "bystander" (not 

receiving stimulation) and "co-sufferer" (receiving the stimulation along with the target).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ntextual factors on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with greater ecological validity, we manipulated the probability of electrical stimulation to simulate relatively safe and dangerous 

situations, with the safe condition set as the baseline. Participants were paired for the experiment. Before the formal experiment began, both participants 

first assessed their pain thresholds for the electrical stimulation, then learned the definitions and practiced two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distraction 

and reappraisal. Next, participants drew lots to determine their roles, with one acting as the regulator and the other as the target. Roles remained fixed 

throughout the experiment. The task was divided into two blocks, corresponding to the "bystander" and "co-sufferer" conditions. In both conditions, 

the regulator's task was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the target caused by the anticipation of the impending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sufferer condition did not improve the regulation effect as expected. In contrast, when the regulator acted as a 

bystander, their empathy accuracy was higher, and the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effect was better.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regulator’s situation on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offering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enrich its process model. While the goal of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is to improve the emotional state of the target, the 

regulator's own emotional state is also continuously influenced throughout the process, impa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regulat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process model of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should include modules for the regulator to manage their own emotion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and benefit both parties, it is crucial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gnitive 

and neur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regulator's role. Additionally, from both the regulator's and the target 's perspective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sure that the regulator's emotional regulation of both the other person and themselves mutually reinforce each other during the proces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 recommend that, when providing emotional regulation assistance, the regulator should carefully assess their own situ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mbodying the principle, "Maintain your kindness in poverty, lend a helping hand in prosperity."

Key words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bystander, co-sufferer, empathy accuracy, regulator’s situation


